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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贸易融资工具中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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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学院 法学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１０）

　 　 摘要：在国际商事惯例和国内私法中，制裁免责条款作为私人主体之间进行经济制裁风险转移和风险规避的重

要手段，既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亦未形成具体效力认定规则，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具有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措施产生法

律冲突，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可执行性危机。 鉴于立场不同，国际商会、国内法院和跨国金

融机构等不同主体的认识也存在明显差异。 对中国而言，国内法院在司法认定中，应及时创设具体的裁判规则，为
当事人使用和设计制裁免责条款提供方向性指导；国内金融机构在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出于外部风险内部化的考

量，有必要插入制裁免责条款，但不能超越经济制裁法律的范围，同时尽量使用含义明确、范畴清晰的法律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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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避经济制裁与反制裁衍生的法律风险，跨境商事主体在国际贸易中开始频繁使用制裁免责条款。
尤其是在国际贸易融资工具中，制裁免责条款的不当使用会导致跟单信用证、备用信用证、跟单托收和见索

即付保函等产生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并可能使人们对这些国际贸易融资工具本身的效力产生疑问，甚至

导致其失去原有的独立担保制度功能。 原因是作为独立担保人的银行一旦兑付了被制裁国的自然人或法人

提交的独立保函和信用证，很可能会因触碰或违反制裁发起国的法律或禁令，导致自己也被拉入制裁名单之

中。① 从实际效果来看，制裁免责条款的插入只能起到在交易参与方之间的风险转移作用，并不能影响制裁

措施本来的法律效力。 即使没有提前插入制裁免责条款，如果基础交易被制裁发起国认定为违反制裁措施，
担保人亦可援引该结论从而拒绝兑付。② 不过，制裁免责条款的最终法律效力并不是由插入者来判断，而是

要考虑国际商事惯例和国内法院司法裁判的立场。
实践中，国际商事惯例与国内法院司法裁判存在明显分歧。 以跨国银行在国际金融交易文件中插入制

裁免责条款为例，尽管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主动设置制裁免责条款提前进行风险转移和风险规避，为银行在

遭遇经济制裁时寻找免责事由提供合法依据。 但是，在国际商事惯例制定者———国际商会看来，制裁免责条

款的使用无疑是对国际独立担保机制独立性原则和单据性原则的极大破环，严重动摇了国际商事惯例中独

立担保存在的制度根基。 与之相反，国内法院基于经济制裁不确定性特征和国际商事交易稳定性需求，认为

制裁免责条款的实质是担保人为了在国际商事惯例的任意性规则和外国公法的强制性规则之间实现义务平

衡和规则遵从的法律工具，③逐渐成为了制裁免责条款效力认定的主要行为体。
学术界目前已有研究提及制裁免责条款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④不利于稳定国际商事交易主体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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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①也有学者从不可抗力视角，探讨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司法认定方法；②亦有研究从公法私法化与

私法公法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在国际商事仲裁语境中讨论仲裁庭面对制裁免责条款时的立场选择。③ 但是，
探索中国法院如何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制裁免责条款司法认定规则仍付之阙如。 笔者试图理解国际商会和

国内法院关于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立场与态度差异，并探讨中国法院和中国当事人应如何应对制裁免

责条款，为国内法院强化涉外海事海商领域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司法应对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一、国际商会关于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立场与态度

为避免因可能违反经济制裁而产生不利后果，预防制裁措施对其自身贸易和相关交易项下承担的付款

义务所产生的影响，并将该影响提前告知海外代理行或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的受益人，金融机构开始在独立担

保交易文件中插入制裁免责条款。④ 制裁免责条款的插入虽然可以给银行提供特定情形下的保护，但并不

能免除银行的兑付义务。 国际贸易融资工具中的制裁免责条款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在信用证中设置

制裁免责条款，另一类是开证银行依据包含有制裁内容的内部合规制度审单。
实践中，各个机构设置的制裁免责条款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格式，适用范围也存在很大差异，有

时只是简单地声称或重复“银行负有遵守对其适用的制裁法律和法规的法定义务”，有时可能因为在制裁免

责条款中使用了“排除”或“抵制”的措辞，导致制裁免责条款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 国际贸易融资

实践中制裁免责条款的实践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但现有的国际商事惯例和国内法却并未明确规定其法律效

力，导致在制裁措施约束下，即使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已经达到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承兑要求，银行也无法准

确判断是否需要履行承兑义务或者是否可以依据制裁免责条款拒绝支付。 为了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国际贸

易融资工具中合理使用制裁免责条款提供指示，国际商会通过指导文件和回复意见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

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立场和态度。

（一）国际商会关于制裁免责条款法律适用的指导文件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先后发布了四份关于如何使用制裁条款的指导文件，具体包括：国际商会在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关于在适用国际商会规则的贸易相关产品（例如：信用证、跟单托收和保函）中使用制裁条款的指

导文件》［简称《指导文件》（２０１０ 年）］，⑤国际商会在 ２０１４ 年更新发布的《关于在适用国际商会规则的贸易

金融工具（包括跟单信用证、备用信用证、跟单托收和见索即付保函）中使用制裁条款的指导文件》［简称《指
导文件》（２０１４ 年）］，⑥国际商会在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关于在适用国际商会规则的贸易金融工具（包括跟单信

用证、备用信用证、跟单托收和见索即付保函）中使用制裁条款的指导文件〉附录》 （简称《指导文件（附
录）》），⑦国际商会在 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关于在适用国际商会规则的贸易金融工具使用制裁条款的指导文件

（合订版）》（简称《指导文件（合订版）》），⑧旨在强调新的国际形势下，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等适用国际商会

规则的贸易金融工具中使用制裁条款所产生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制裁措施的强行法性质，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和影响银行履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 ６００ 号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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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统一规则》等由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惯例规则项下的付款义务。 对于经营跨境业务的国

际银行而言，之所以会选择使用制裁免责条款，是因为跨国银行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业务运营可能会面临遵

守不同类型且相互冲突的制裁措施和监管规定的要求，导致其不得不主动制定和调整内部政策来缓解可能

产生的法律冲突风险，并为此承担沉重的合规成本。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先后发布的上述四份关于如何使

用制裁免责条款的指导文件分别具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首先，在《指导文件》（２０１０ 年）中，国际商会建议制裁免责条款的使用不能让银行对其在信用证项下的

偿付义务产生疑问，同时建议跨境商事交易的国际商事主体应当考虑到制裁往往在与其交易相关的另一个

国家生效，故应根据自己公司的风险政策来判断是否有必要拟定制裁免责条款。
其次，在《指导文件》（２０１４ 年）中，国际商会建议制裁免责条款属于非单据化条件，在国际贸易金融业

务中使用制裁免责条款时，应尽量避免对独立担保的独立性原则和单据性原则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降低贸易

金融工具作为国际结算工具的确定性。
再次，在《指导文件（附录）》中，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经济制裁与金融制裁已成为国际贸易和国

际商事交易中相对常态化的一种外部影响，①制裁免责条款迎来了再一次重生。 由于较为宽泛的制裁条款

会严重破坏见索即付独立保函和跟单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以及其独有的跟单性质，并且造成了法律上的不

确定性，故国际商会建议，如果作为担保人的银行在与其客户和贸易金融交易对手磋商后，仍认为有必要使

用制裁条款，则应以限制性的清楚措辞、仅根据该银行应当遵循的强制性法律来起草制裁免责条款。
最后，在《指导文件（合订版）》中，国际商会强调在适用国际商会规则的贸易金融相关工具中，例如具有

独立性和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独立保函以及反保函等，通过使用与贸易制裁、经济制裁、金
融制裁以及出口管制相关的制裁免责条款表明银行愿意遵守相关制裁法律规定，对于参与国际贸易融资交

易的银行来说，已经成为十分棘手的现实问题。 国际商会专门推出制裁免责条款的合订版指导文件，指出此

类条款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际社会推荐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做法。
综上所述，国际商会根据已经变化的国际新形势，反复强调基于强制性法律的制裁法律法规的效力高于

国际商会的交易规则，金融机构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交易文件中插入制裁免责条款的做法在多数情况下并

无必要，因为制裁免责条款并不能产生风险转移或者风险规避的预期效果。 而且，即使金融机构及其交易对

手方认为仍需插入制裁免责条款，亦应将该条款限于制裁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而尽量不要试图逾越或冲抵

制裁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时，为了共同维护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等贸易金融工具的独立性和单据性以及付款

责任的确定性，及其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累积形成的良好声誉，各方主体应本着务实合作的态度行事。

（二）国际商会关于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基本态度

国际商会发布了多份关于独立保函和信用证项下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官方意见，旨在鼓励独立保

函和信用证领域国际商事惯例规则的统一适用，预防商事纠纷的发生，同时为国内法院解释和适用国际商会

规则提供指南。 国际商会发布的有关官方文件不仅为从业人员提供了有力指引，而且被法官们在审理涉及

国际商会惯例的争议时所广泛引用。② 国际商会关于在独立保函和跟单信用证中插入制裁条款的意见，对
准确理解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具有参考作用。 整体来看，国际商会对于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中插入经

济制裁免责条款的行为持批判立场。 理由在于，国际商会认为，对银行来说，让银行决定制裁存在时是否履

行付款义务，赋予了开证行或保兑行是否承付的较大自由裁量权；而对受益人来说，则明显增加了付款的不

确定性，会对开证行或保兑行的付款承诺产生怀疑，从而给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和单据性原则带

来挑战，影响了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结算工具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但是，国际商会并未否定制裁免责条

款的积极作用，并且通过前述示范条款和以下官方意见进行了务实引导。
１．经济制裁规则的强制性优先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则的自治性

在国际商会的第 ７５２ 号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 ４７０ ／ ＴＡ７５２ｒｅｖ３）中，③针对保兑行根据保兑协议中的制裁免责条款

①
②

③

Ｐｉｅｒｒｅ⁃Ｈｕｇｕｅｓ Ｖｅｒｄｉｅｒ，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ｏｎ Ｔｒｉａｌ：Ｕ．Ｓ．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３９．
参见［英］盖瑞·考利尔编：《国际商会银行业委员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意见汇编》，中国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译，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４０ 页。
Ｇａｒｙ Ｃｏｌｌｙｅｒ ｅｄ．，ＩＣ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ＩＣＣ，２０２０，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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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付款并向开证行转递单据的做法，国际商会认为，尽管保兑行在其保兑协议中插入了《指导文件》（２０１０
年）中示范的制裁免责条款，但以此作为免除其在 ＵＣＰ６００ 第 １５ 条（ｂ）款或第 ８ 条下的付款义务是不合适

的。 受益人有权就保兑通知中制裁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向保兑行提出疑问，而且如果受益人认为有必要，还
可以就制裁免责条款的可执行性向保兑行寻求法律意见。 毕竟在该案中，保兑行虽然在交易文件中插入了

制裁免责条款，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受益人提交相符单据之后，开证行才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而且制裁免

责条款并不能免除保兑行的付款义务，因为制裁规则是一种法律规范，其效力凌驾于具有自治性的跟单信用

证统一惯例规则之上。
也就是说，经济制裁规则属于强制性法律范畴，其效力优先于作为国际商事惯例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规则，如果经济制裁措施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保兑行议付，保兑行可以拒绝议付。 因为强制性法律是

开证行和保兑行必须遵守的规定，强制性法律的范围包括开证行和保兑行的业务所在地法律、本国法律或者

货币清算地法律，这些强制性法律的效力都优先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则以及开证行与保兑行之间的契

约性义务。 因此，无论是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则还是在其他信用证业务中产生的义务，保兑行都应遵

守对其适用的具有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法律法规。 任何有关因保兑行遵守特定制裁措施或相关行为而产生的

争议，都应提交相关法院处理。
２．经济制裁规则的法律效力优先于银行内部的合规政策

在国际商会的第 ８８４ 号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９０６ ／ ＴＡ８８４ｒｅｖ）中，①针对开证行以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违反了“信
用证中关于当地和国际法律法规、开证行内部关于反洗钱 ／贸易融资合规和国外制裁条款”为拒付理由，国
际商会认为，尽管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插入了制裁免责条款，②但是开证行在受益人提交相符单据时仍必须履

行信用证项下的兑付义务，因为参与国际贸易之中的银行应当确保其所采取的任何政策，既不会违反或背离

ＵＣＰ６００ 的规定，也不会因为信用证的开立而违反银行的内部政策。
制裁规则在效力上不仅优先于 ＵＣＰ６００ 的规定，也超越了银行内部的合规政策和风险防范制度。 如果

因违反 ＵＣＰ６００ 和银行内部政策的规定而出现相互冲突的银行义务，则银行应当在所开立的每一份信用证

条款和条件中对此作出清晰的说明。 开证行应当根据 ＵＣＰ６００ 第 １６ 条的规定行事，否则其将不能再援用信

用证不构成相符交单的拒付抗辩。 此外，开证行向受益人发出的依据制裁规定禁止其履行兑付义务的通知，
不能被解释为或者等同于正式的拒付通知。

３．经济制裁规则的限制适用于受益人单证相符情形

在国际商会的第 ３３６ 号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Ｒｅ ３３６）中，③针对开证行以如下两点理由拒付：美国政府对前南

斯拉夫实施的制裁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 ４００ 号出版物》第 １９ 条，属于不可抗力，以及信用证在制裁

期限内已过期。 国际商会认为，鉴于制裁问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ＵＣＰ６００ 以前的制订者在起草相关规

则时并未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构成单证相符，开证行的付款行为要首先遵守相关制裁规

定的限制，此时开证人应借记开证申请人的账户并暂时冻结付款资金。
４．制裁免责条款必须插入时，措辞应当做到含义明确、范畴清晰

在国际商会的第 ９２０ 号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Ｒ４７０ ／ ＴＡ９２０ Ｒｅ）中，④国际商会重申经济制裁规则具有强制性效

力，优先于具有自治性的 ＵＣＰ６００，银行应当受经济制裁规则的约束；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独立保函与

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的稳定性，对银行提出三项建议：一是银行应当尽量避免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等贸易金

融工具中插入制裁免责条款，更不应该在贸易金融工具中加入与制裁相关的内部政策规定；二是如果银行经

与其交易对手方商量后确认仍有插入制裁免责条款的现实必要，则制裁免责条款的措辞应当做到含义明确、
范畴清晰；三是银行在办理涉及制裁规定产生的拒付情形时，应提供必要的信息，单纯的拒绝通知不构成

ＵＣＰ６００ 项下的有效拒付，银行应当提供制裁法律法规的具体信息，以及交单中所涉及的具体单据或数据。

①
②

③
④

Ｇａｒｙ Ｃｏｌｌｙｅｒ ｅｄ．，ＩＣ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ＩＣＣ，２０２０，ｐ．２３．
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插入的制裁免责条款内容如下：“我行（开证行）按照当地和国际法律法规处理交易，同时保留遵守外国制裁条款

的权利。 若单据由被任何当局制裁的一方出具或该制裁方参与了交易或显示有该方参与，单据可能经我们自由裁量而不被兑付，且我方不承
担任何责任。”

Ｇａｒｙ Ｃｏｌｌｙｅｒ ｅｄ．，ＩＣ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ＩＣＣ，２０２０，ｐ．２４．
Ｇａｒｙ Ｃｏｌｌｙｅｒ ｅｄ．，ＩＣ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ＩＣＣ，２０２０，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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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国内法院关于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

关于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不同国家的国内法院出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形成了不同的裁判立场。
各国国内法院根据本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进行国际法律斗争的现实需要，对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

灵活处理，①享有较大的司法主权和自由裁量空间。 其共同点在于，国内法院往往作为制裁法律风险可能存

在的最后裁判者，并以此来认定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 而且，国内法院的裁判实践表明，无论制裁免责

条款是否可以起到免除金融机构的兑付责任或赔偿责任，金融机构最终都会面临被制裁风险。 换言之，制裁

免责条款的风险缓释和风险转移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其应用效果受到大国外交司法政策、措辞表达

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一）中国司法判决中的制裁免责条款

目前未见由中国国内法院审理的、与独立保函和信用证项下制裁免责条款直接相关的案件。 其他直接

涉及经济制裁措施和制裁免责条款的公开案例也数量较少，主要涉及海上货物运输和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１．制裁免责条款在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案例体现

比较典型的涉经济制裁法律问题的国内司法裁判包括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天津瑞福能源销售

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公司海运欺诈纠纷案”，②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金泰

发展有限公司与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保险经

纪合同纠纷案”，③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湖北耀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西易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④

以“金泰发展有限公司与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保险经纪合同纠纷案”为例，上海某保险经纪公司承保了某船东的远洋船壳险，并在《船舶保险单》中
特别约定了“制裁限制与除外条款”，⑤在承保期间内，船东获悉涉案船舶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美国财政部

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简称 ＯＦＡＣ）制裁名单并将此情况告知保险人，保险人

得知船东受到制裁后，立刻发出解除保险合同的通知并终止了保单。 随后，经过船东的努力，成功将船舶从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名单中移除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重新签发了保单。 此后船东获悉涉案船舶依然

在 ＯＦＡＣ 单边制裁名单上，但在之后的保单存续期间及续保时均未将船舶受美国制裁的情况通知保险公司。
在续保的保险年度内，涉案船舶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船舶受到美国制

裁，并依据制裁免责条款拒绝作出赔付。 船东遂向保险公司提起诉讼，青岛海事法院认为制裁免责条款是保

险合同中的重要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应当知晓该条款的存在及其法律后果。 最终，青岛海事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有权依据制裁免责条款免除自己在保单项下的赔付责任。
鉴于该案判决形成时间较早，当时涉经济制裁的国内法律渊源主要为金融监管规定，⑥仅针对联合国安

理会的多边制裁，而不包括单边经济制裁，故法院无须判断此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简称

《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简称《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

适用办法》等对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产生的重要影响。 现阶段已经需要对制裁免责条款与国内法之间的

法律冲突进行深入分析。
２．制裁免责条款与中国国内法的潜在冲突分析

从法理上看，中国的国际私法体系和反制裁法体系已经为国内法院认定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提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朱玥：《反制美国次级制裁的欧盟经验及启示：单边抑或多边》，载《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７ 页。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津高民四终字 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青岛海事法院（２０１９）鲁 ７２ 民初 ８２４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鄂 １３ 民终 ５８ 号民事判决书。
保单特别约定清单“制裁限制与除外条款”载明：当保险人（再保险人）对某类风险提供保险保障，如依照保险条款对某项索赔进行赔

付或给付保险金的行为使保险人（再保险人）有可能因违反联合国决议或欧盟、英国或美国其中任何一国有关贸易或经济的制裁法令或任何
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面临制裁、禁止或限制，则在以上情况下，保险人（再保险人）都不应该视作为该类风险提供了任何保险保障，亦不承担任何
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即原《中国人民银行执行外交部关于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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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律依据。 从国际私法视角看，中国国内法院可以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
称《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简称《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８ 条规定的“直接适用的法”相关制度，将中国范围内外

国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中国法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包括外国直接适用的法或外国公法，从而排除外国强行法

适用的可能性。 这也符合中国法院在面对外国制裁时的一贯立场。① 实践中，中国法院对具有公法属性或

强行法性质的外国经济制裁措施的域外适用，历来持批判和反对态度，基本不会遵守和适用。②

而且，从对外关系法体系来看，中国已先后颁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

法》以及《对外关系法》，均明确反对外国不当经济制裁在中国的域内适用，中国法院可以裁判当事人若继续

以金融业务为由遵守外国制裁措施，可能会因违反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导致制裁免责条款失

去法律效力。
但是，制裁免责条款与中国国内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和碰撞，除了当事人利用插入制裁免责条款规

避外国经济制裁的不当影响时，需要对外国经济制裁措施进行识别和定性之外，更需要考虑的是，当反制措

施作为制裁措施来源于中国国内法时，③反制措施属于中国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进行法律

规避，当事人规避中国反制措施的，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反制措施属于中国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为了应对制裁发起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金融制裁以

及知识产权制裁等经济胁迫，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通过国内法律先后规定了一系列具有防御性

质的反制措施，这些反制措施属于中国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简称《出口

管制法》）第 １０ 条规定的“出口禁令制度”、第 ４８ 条规定的“对等反制措施”，④以及《反外国制裁法》构建的

反制措施体系等。⑤

其次，反制措施属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产生的问题，是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强制性

规定，既与合同法中的效力强制性规定和管理强制性规定有所不同，也与法律适用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和法

律规避条款有所不同，⑥既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适用，也排除了中国国内法院适用冲突规范和外国制

裁法的可能。 如前所述，《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规定，中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

强制性规定，《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８ 条对强制性规定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阐明，⑦体现了国内强

制性规定在涉外关系中的适用是普遍主义下的特殊需求，⑧《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８ 条第 ６ 项规定

的开放式兜底条款，给中国反对外国制裁的法律适用预留操作空间，同时也给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判断

带来了司法适用的不确定性。
最后，规避中国国内法中的反制措施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 《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９ 条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杜涛：《国际商事合同中的经济制裁条款效力研究》，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 页。
参见沈伟、邵辉：《论阻断诉讼的法律风险及其司法控制》，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３ 页。
从经济制裁发起方来看，其既包括主动实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也包括被动作出经济制裁反制措施的国家。 故经济制裁措施包括

两类：一类是主动实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对国内主体或外国主体采取的禁止性命令；另一类是被经济制裁的国家采取的具有防御性质的反
制裁措施。 而且，两类经济制裁措施均具有强制性。 由于制裁免责条款系商事交易主体为了规避具有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措施可能产生的法律
风险而作出的私人层面的应对，故制裁免责条款的设置目的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规避外国经济制裁措施，另一类是为了获得本国反制裁
措施的救济。

《出口管制法》第 １０ 条规定：“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或者经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批准，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禁止相关管制物项的出口，或者禁止相关管制物项向特定目的国家和地区、特定组织和个人
出口。”第 ４８ 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
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
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第 ４ 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
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本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列入反制名单。”

参见高晓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读》，载《法律适用》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４１ 页。

《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８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
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
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
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参见沈涓：《强行性规定适用制度再认识》，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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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规避中国强制性法律的行为后果，①因此，即使当事人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等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

中通过改变连接点故意规避中国的反制措施，或者主张因遵循外国制裁措施而不得不违反中国法中的反制

措施，但只要案件适用中国反制措施的强行法规定，就不允许适用外国制裁法。
从应对层面来看，反制措施实际上徘徊在事实构成与法律规范之间，故中国可以通过国内法院对反制措

施的识别和定性，参与国内法域外司法适用体系建设，肩负起国内法院在大国竞争中的法律斗争、法律合作

以及法律竞争的三重功能。 实际上，中国国内法院已经具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对外功能。 例如，中国法院

已经可以根据《反外国制裁法》进行阻断法的司法适用并受理阻断诉讼，②尤其是海事法院、金融法院、国际

商事法庭等专门法院，作为全球性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构，在港口航运贸易金融和全球资源之间、国内大

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之间，起着重要的连接和桥梁作用，其关于制裁措施的识

别和定性将直接影响国内法域外适用中的法律斗争、法律合作以及法律竞争。 因此，可以在对外关系法框架

下运用国内法院的私法公法化策略，发挥私法和司法对外国公法域外适用的消解功能，以此对冲经济制裁试

图利用公法对私法的影响来完成其公法私法化的企图。
（二）外国司法判决中的制裁免责条款

英国法院通过判例说理，同时结合具体个案情况，逐渐明确了独立保函和信用证项下制裁免责条款的法
律效力，并形成了若干对后续案件具有约束力的裁判规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除了英国法院对制裁免责条款

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认定之外，新加坡法院在“酷威拉能源有限公司诉摩根大通银行案”的一审判决中，③也

首次明确表示信用证中的制裁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且具有可执行性。 新加坡法院认为，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

区从事提供跨境贸易融资结算服务的银行，极有可能会遭遇各种制裁法律和制裁措施的不当影响，从而扰乱

银行根据国际商事惯例和国际金融合约履行义务的能力。 为了尽量避免违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制裁法律，
银行在私法层面为信用证插入制裁免责条款，属于其合法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法院的支持。

１．因制裁措施导致合同目的落空不能成为保险人免除合同义务的理由

在英国高等法院 ２０１０ 年受理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诉汽船互保协会（百慕大）有限公司案”
中，④原告为被保险人伊朗航运公司，被告为保险人英国汽船互保协会（百慕大）有限公司，伊朗航运公司向

英国汽船互保协会（百慕大）有限公司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并缴纳了保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伊朗航运公司的“祖立克”轮在浙江舟山海域触礁发生严重漏油事故，保险人对此拒绝赔付，理由是，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英国财政部签发了第 ＳＩ ２００９ ／ ２７２５ 号《对伊朗金融限制令》，该限制令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生

效，且明确禁止英国金融机构与伊朗航运进行交易和商业往来。 同时，英国财政部又向英国汽船互保协会

（百慕大）有限公司签发了三张批准证书，⑤准许其与伊朗航运公司之间的在先行为可以不受该限制令的约

束。 保险人认为第三张批准证书已不再允许对伊朗航运公司提供保险保障和承担赔偿责任，故拒绝赔偿。
英国高等法院认为，根据《２００１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Ｂｕｎｋｅｒ 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ｍａｇｅ，２００１），保险人必须对船舶燃油泄漏带来的污染作出赔偿。 财政部的

制裁法令和第三张批准证书并不能够导致保赔保险合同因受挫而终止，即使保险合同部分条款的履行被禁

止，但其他条款的履行义务仍然是合法的，而且英国汽船互保协会（百慕大）有限公司执行保险合同的合法

条款是商业社会的应有之义，不能以合同目的落空理论（也称为合同受阻、履约障碍等）作为行使合同解除

权的事由，⑥更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２．制裁免责条款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条款内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

在 ２０１１ 年英国上诉法院受理的“阿拉什船运公司诉安盟保险公司案”⑦中，原告为被保险人阿拉什船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９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接点，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参见沈伟、邵辉：《论阻断诉讼的法律风险及其司法控制》，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３ 页。
Ｋｕｖｅｒ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ｖ．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ＮＡ ［２０２３］ ＳＧＣＡ ２８．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ｖ．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 Ｍｕｔｕａｌ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ｒｍｕｄ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０］ ＥＷＨＣ ２６６１（Ｃｏｍｍ）．
三张批准证书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前两张批准证书准许该协会根据与伊朗航运公司之间订立的现行有效的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为

伊朗航运公司提供保险责任保障，第三张批准证书准许该协会根据签发给伊朗航运公司的蓝卡继续为伊朗航运公司提供保险责任保障。
参见张建：《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性质界定及适用路径》，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５ 页。
Ａｒａｓｈ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ｖ． Ｇｒｏｕｐａｍａ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２０１１］ ＥＷＣＡ Ｃｉｖ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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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由伊朗企业控股，注册地位于塞浦路斯，被告为保险人安盟保险公司，保险标的为原告控制的伊朗石油

运输船队。 原告与被告签署的保险合同中明确写入了制裁免责条款。① 在保险合同签署之后的第 ５ 个月，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条例（Ｅ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９６１ ／ ２０１０），对伊朗的企业和实体

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制裁。 根据该制裁条例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的规定，阿拉什船运公司属于被制裁的对象之一。
由于 ２０１０ 年英国尚未完成脱欧，仍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故仍需遵守欧盟委员会关于伊朗的制裁条例。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安盟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基于保险合同中的制裁免责条款主动解除合同，②从而以履

行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免责事由，③使自己避免违反欧盟制裁条例。 英国上诉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的制裁免

责条款并未违反欧盟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安盟保险公司有权根据制裁免责条款内容行事。 而且，根据制裁

免责条款的措辞，保险人只要真实而合理地认为其面临可能被制裁的风险，就有权向相对方发出合同解除的

通知，并不要求法院对保险人是否会真实面临制裁风险作出判断。 英国上诉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安盟保险公

司根据保险合同中的制裁免责条款向原告发出的解除保险合同的通知有效。 保险合同及其制裁条款是一个

整体，被告安盟保险公司终止合同于法有据。
３．基础交易涉及制裁的法律后果会传导到信用证交易之中

在 ２０１１ 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的“Ｓｏｅｘｉｍｅｘ ＳＡＳ 公司诉安睿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案”④中，双方签署了一

份由原告向被告交付产自缅甸的长粒大米的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并约定通过不可撤销的远期信用证付款，由
被告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前向纽约某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但是美国纽约的多家银行均以原被告之间的基

础交易合同涉及美国和欧盟针对缅甸的经济制裁为由，拒绝向被告开立信用证，导致被告未能在合同约定日

期内开立信用证。 根据美国财政部 ２００５ 年制定的《缅甸制裁法案》（Ｂｕｒｍ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第 ２０２ 条

以及欧盟 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关于缅甸制裁法令》［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 ／ Ｂｕｒｍａ］第 １１ 条，⑤银行禁止向缅甸政府以及与其有联系的实体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

根据双方签署的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当双方出现贸易纠纷时，首先向英国谷物和饲料

贸易协会（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ＧＡＦＴＡ）申请仲裁，若仲裁仍无法解决，则适用英国法。
原告遂向 ＧＡＦＴＡ 提出了仲裁请求，但 ＧＡＦＴＡ 上诉委员会认为，作为信用证受益人的新加坡公司并不在制裁

范围之内，虽然缅甸确实被欧盟和美国所制裁，但是制裁行为并不足以构成进口商不履行合同项下开立信用

证的充分理由。 进口商只有证明其开证行为确实实质性地违反了欧盟和美国对缅甸的制裁法令，才能得以

免责。 随后，作为进口商的被告向英国法院提起诉讼。
尽管该案当事人并未在买卖合同中插入制裁免责条款，但法院认为 ＧＡＦＴＡ 的仲裁结果没有考虑与制裁

适用性有关的所有问题，存在对进口商裁决不公的风险，因为美国《缅甸制裁法案》第 ２０３ 条（ｂ）款规定，如
果一家美国银行要为来自缅甸的货物买家开立、保兑或通知信用证，或者要通过美元为外国银行支付缅甸货

物而开立的信用证偿付，则不论交易所涉的缅甸受益人身份如何，都将会受到美国制裁法规的禁止；而且，欧
盟《关于缅甸制裁法令》第 １４ 条也规定，在遵守制裁法规的前提下，基于诚实信用行事的缔约方可以免责。
故法院最终认定作为进口商的被告并无过错。

４．制裁免责条款的解释不仅取决于字面表达，还必须根据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

英国高等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审理的“欧盟马曼科切特矿业有限公司诉美国宙斯盾保险公司案”⑥涉及国内

法院对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解释问题。 该案中，原被告之间的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从俄

罗斯运往伊朗的两批钢坯被盗风险承保，货物到达伊朗后，由于买方没有根据买卖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制裁免责条款的核心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约定根据船旗国或英国和 ／ 或美国和 ／ 或欧盟和 ／ 或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令、禁令或任何形
式的打压行动，在被保险人已经遭受制裁，或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可能使保险人面临制裁风险时，保险人可以书面决定退出承保；二是约定如
果被保险人在运输、贸易中使用的任何船舶将使保险人面临制裁风险或成为制裁对象，保险人将立即终止参与承保。

参见杜涛：《国际商事合同中的经济制裁条款效力研究》，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８ 页。
参见石佳友、刘连炻：《国际制裁与合同履行障碍》，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 页。
Ｓｏｅｘｉｍｅｘ ＳＡＳ ｖ． Ａｇｒｏｃｏｒ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１］ ＥＷＨＣ ２７４３（Ｃｏｍｍ）．
美国《缅甸制裁法案》第 ２０２ 条规定：“除非经过授权，美国银行、公司和个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不得向缅甸直接或者间接提供汇款、贷

款、保函、信用证、旅行支票等金融服务。”欧盟《关于缅甸制裁法令》第 １１ 条规定：“任何本法令的附件所指定的与缅甸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实
体所控制或拥有的资金将被冻结。 欧盟公民不得直接或间接向本法令所指定的缅甸自然人、法人、实体提供资金或资产。”

Ｍａｍａｎｃｏｃｈｅ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ｖ． Ａｅｇｉ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８］ ＥＷＨＣ ２６４３（Ｃｏ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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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货物随后在伊朗境内的保税仓内被盗。 于是，原告根据保险合同向被告索赔，作为保险人的被告认为，
若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索赔则其将面临被 ＯＦＡＣ 制裁的法律风险，故被告根据海事保险合同中的“制裁免责

和限制条款”①所依据的美国和欧盟的相关制裁规定，拒绝承担保险义务。 但是，原告对此并不认同，原告认

为被告应当证明根据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赔偿将使其违反相应的制裁法律并实际受到制裁。
法院认为，该案中的制裁免责条款在远洋船舶险和货运险中普遍存在，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和认定此类条

款的法律效力，因为制裁免责条款之中总是充满诸多主观性、假设性和不确定性的措辞和表达，故保险人必

须证明在该案中支付保险赔偿将构成制裁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只有保险赔偿被明确禁止时，保险人才有

权拒绝赔付，法院最终裁定保险人的非美元付款行为不会使其遭受 ＯＦＡＣ 的制裁风险，保险人需要根据保险

合同向被保险人赔偿。
由此可见，制裁免责条款中的“可能因某种原因而受到制裁”的表述，只能作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前

安排和风险转移手段，至于实际遭受制裁的概率和可能性并不能准确预见。 被转移风险的一方对此往往并

不认可，例如该案中法院明确指出，被保险人不太可能同意在保险合同中插入对自己不利的条款，使得保险

人能够在制裁实际发生时可以此为据，对一个本应赔偿的请求权拒绝赔付。 这对于开证行在独立保函和信

用证中插入制裁免责条款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即尽量避免在制裁免责条款中使用措辞模糊的表达。②

５．次级制裁作为一种强制性法律规定，可以构成当事人拒绝付款的抗辩事由

在英国高等法院 ２０１９ 年审理的“莱弥撒投资公司诉塞诺修银行案”中，③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为被 ＯＦＡＣ
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Ｌｉｓｔ，简称 ＳＤＮｓ）的俄罗斯寡头，被
告为一家在美国没有分支机构但开展美元业务、注册地在英国的零售银行，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中插入了制

裁免责条款，约定“若被告（借款人）为了遵守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拒绝支付利息，则不被视为违

反合同约定，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后来原告亦被 ＯＦＡＣ 列入 ＳＤＮｓ，被告遂拒绝向原告继续支付利息。④

原告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就被告是否有义务依据借款合同向其继续支付利息作出判决。
案件的争议焦点为，美国《乌克兰自由支持法》（Ｕｋｒａｉｎ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４）第 ５ 节第（ｂ）条是否属

于借款合同第 ９ 条第 １ 款中的“强制性规定”。 英国高等法院认为，只要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仍在 ＳＤＮｓ 之中，
被告即可依据合同约定拒绝支付利息。 英国高等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原告与被告之间签署的贷款协议中制

裁免责条款的有效性，认为被告暂停还款付息合法。 原告对判决不服，上诉到英国上诉法院，英国上诉法院

最终也认为，美国的次级制裁作为一种“强制性法律规定”，可以构成当事人拒付的抗辩事由。⑤

至于中国法院是否会把外国经济制裁视为“强制性法律规定”，实际上涉及经济制裁措施的识别和定性

问题。 目前，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把是制裁作为事实问题，另一种则是把制裁作为法律问题。 尤其是当经济

制裁来源于第三国时，独立保函和信用证中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判断，不仅仅是一个直接以合同法理论

进行分析的合同法问题，⑥还因制裁措施的涉外性质从而转化为一个冲突法和国际私法问题。⑦ 根据国际私

法的一般法律思维，当涉外案件存在实质性的法律冲突时，法院必须在裁判伊始就判定案件的性质，对诉讼

的案由、标的、法律关系等先决问题提前作出识别，从而确定所适用的法律。⑧

因此，在涉及经济制裁的国际贸易融资工具纠纷中，关于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国内法院

和仲裁机构首先应该判定制裁措施的性质究竟是一个事实构成问题还是一个法律规范问题，即制裁措施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ｎｏ （ｒｅ）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ａｙ ａｎｙ ｃｌａｉｍ…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ｃｏｖ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ｅｘ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ｒｅ）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ｔｏ ａｎ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ｓ， ｏｒ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实际上，“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并不经常出现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合约的制裁免责条款中，相对更加严谨和精准的表达为：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ｂｅｉｎｇ “ ｌｉ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Ｌｉｓｔ”。

Ｌａｍｅｓ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ｖ． Ｃｙｎｅｒｇｙ Ｂａｎ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９］ ＥＷＨＣ １８７７（Ｃｏｍｍ）．
根据美国《乌克兰自由支持法》第 ５ 节第（ｂ）条，美国政府应对非美国金融机构在明知的情况下为因第 １３６６２ 号行政命令而被纳入

ＳＤＮｓ 的个人和实体开展重大金融交易提供便利的行为实施次级制裁。
Ｌａｍｅｓ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ｖ． Ｃｙｎｅｒｇｙ Ｂａｎ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２０］ ＥＷＣＡ Ｃｉｖ ８２１．
参见杜涛：《国际商事合同中的经济制裁条款效力研究》，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 页。
Ｍｅｒｃｅｄｅｈ Ａｚｅｒｅｄ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ｅｉｒａ，Ｔｒａｄ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４，ｐ．３８１．
参见徐冬根：《国际私法趋势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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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与定性问题。 如果将制裁措施视为事实构成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以及是否可

以成为银行拒付的免责事由；如果将制裁措施视为法律规范问题，由于制裁措施的域外适用性，则需要讨论

是否允许外国制裁措施在本国境内的适用：若允许外国制裁措施在本国适用，则外国制裁措施可能构成“国
际优先性强制规范”；若禁止外国制裁措施在本国适用，则可以通过国际私法层面的定性和识别、强制性规

定的直接适用（适用中国法）、公共秩序保留以及法律规避禁止制度等提供正当性依据。①

三、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司法认定对中国当事人的启示

经济制裁的频繁使用，给国际商事交易的顺利进行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国际贸易融资交易中，作为开证

行的银行是选择为了交易而承担次级经济制裁的风险，还是选择为了合规而主动放弃具有潜在价值的业务

机遇，成为一个两难的抉择。② 制裁免责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除了需要考虑国际商会和国内法院的外

部意见，还需要顾及跨国银行内部的合规政策与制裁免责条款之间的关系。③ 从跨国银行的操作实践来看，
制裁免责条款与内部合规政策之间的关系处理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作为独立保函和信用证开立人

的金融机构不能把内部合规政策写入制裁免责条款之内；另一方面，尽管制裁发起国的制裁措施总是与对被

制裁国的出口管制紧密联系在一起，④但是中国企业作为国际贸易融资结算中的受益人时，不能把企业的出

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作为银行遵守制裁措施拒付的抗辩理由。⑤

（一）中国当事人作为国际贸易融资工具开证行时的选择

那么，中国从事国际信用证业务的银行应当如何通过制裁免责条款来设定拒绝支付要求的标准呢？ 银

行内部合规政策是其遵守金融监管规定的具体表现，作为独立保函和信用证开立人的银行，在从事跨境业务

时一般需要遵守包括营业地、注册地、货币或付款地，以及任何其他管辖其金融交易的国际或国内制裁法律

和法规。 在国际货币法经典著作《曼恩论货币法律问题》中，查理斯·普罗克特教授认为，银行在国际业务

中负有遵守货币结算 ／清算所在地国家法律的义务，既包括遵守外国具有保护性的外汇管制法律———通过限

制对外转移的方式保护本币和其他货币资产，也包括遵守外国具有惩罚性的金融制裁法律，两类法律都能够

影响私人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⑥

从国内公法域外适用的视角看，经济制裁措施的实质是制裁发起国主权权力与管辖权扩张并以其自身

的对外政策目标和价值评判规则主导国际商事交易的公法性行为。⑦ 一国对他国企业和个人进行外汇管制

和金融制裁的权力来自于主权所衍生出的三类管辖权：一是一国有权对特定的人或行为制定或适用法律，二
是一国有权对违法者实行制裁以实施其法律，三是一国有权对违法者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裁判。

显而易见，三类管辖权均具有国家强制性，且效力高于国际商事惯例和国际商事合同。⑧ 故即使插入制

裁免责条款，其法律效力最终仍受制于制裁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制裁措施往往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

根据其国内法或国际法而形成，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⑨ 所以，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中如果不主动插入或

单独列明制裁免责条款，开证行或议付行在发现违反制裁措施的交单承诺请求权时，仍有权拒付。
但是，从独立担保交易的当事人角度来看，制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明显高于国际商会发布的国际商事

惯例以及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等独立担保交易文件。 为防患于未然，开证人仍应尽量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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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交易文件中提前插入制裁免责条款，①因为关于制裁法律法规的规范性质既有可能被法院地国家列入法

律问题范畴，也有可能被列入事实问题范畴，而且有时并不能顺利找到制裁适用的法律依据，此时即可以将

制裁免责条款作为抗辩依据。 如果此时法院认为制裁免责条款有效且可执行，那么即使独立保函和信用证

的受益人根据单据性原则提交了相符单据和文件，中国金融机构依然有权依据制裁免责条款拒绝支付。
根据《指导文件》（２０１４ 年），制定制裁免责条款时应当尽量使用描述型或提示型的措辞，避免制裁免责

条款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超越甚至与制裁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抵触。 而且，当事人在设置制裁免责条款时，
相对于将其视作强制性法律或不可抗力充满不确定性，不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

典》）第 ５６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②将其作为合同约定解除的事由更具有可操作性。 当银行依据制裁免责条款

拒绝支付申请人承兑请求时，根据国际商会的第 ９２０ 号意见，银行应当提供关于制裁免责条款生效所依据的

具体信息，因为拒绝付款的通知本身并不构成 ＵＣＰ６００ 项下的有效拒付，银行应进一步提供所涉及的具体制

裁法律法规，以及交单中所涉及的具体单据或数据。 也就是说，银行因制裁免责条款而拒付的通知中应包括

具体制裁法律法规、具体单据名称以及具体数据内容三项信息。

（二）中国当事人作为国际贸易融资工具受益人时的选择

当中国企业作为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的受益人时，制裁免责条款的存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兑付延迟

或者其他的不确定性和不必要的风险。 因此，受益人在与申请人拟定基础交易合同和在收到开证行开立的

独立保函和信用证时，要首先确认是否包含任何形式的制裁免责条款，因为基础交易合同违反制裁措施的法

律后果会传导到银行关于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的兑付决策之中；③其次，如果制裁免责条款作为银行的内部政

策而受益人有义务去接受时，由于制裁免责条款的结构设置和用语表达会影响受益人的支付安全，受益人要

谨慎确认制裁免责条款的表述和措辞是否清晰、明确，以及所提及的法律依据是否仅限于银行必须遵守的强

制性法律规定，从而防止银行将其内部政策升级或转化为对受益人具有约束力的强制性规范；最后，如果制

裁免责条款是由保兑行随后添加的，受益人要向保兑行询问清楚兑付通知中制裁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避免

保兑行因处于中间行的位置发生制裁信息不对称而影响后续兑付，同时还要就制裁免责条款的执行问题向

保兑行寻求专业的法律建议。

四、结语

制裁免责条款在国际贸易中呈现出常态化、格式化和标准化的发展趋势，除了在独立保函和信用证等国

际贸易融资工具中插入制裁免责条款作为银行的免责声明之外，保险单据、租船单据以及运输单据中也开始

利用制裁免责条款表明“违反制裁法律的交单将不可接受”，以此作为转移和规避经济制裁风险的重要手

段。④ 其中，法律效力问题成为国际贸易当事人使用和设计制裁免责条款的关键考量因素。 鉴于国际商事

惯例和国内法在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问题上的缺位，国内法院可以发挥自身作为全球性贸易、商事与金融

法律规则生产者的重要功能，通过及时供给具有指引性的司法裁判规则，补足制裁免责条款法律效力认定的

空白，维护国际贸易融资工具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价值。

①
②
③

④

参见龚柏华：《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单边经贸制裁及其法律应对》，载《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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